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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那些年，领袖们吃过的工作餐

    毛泽东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

    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最典型的表述来自1968年至1976年担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他说：“毛泽东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

    第一道菜是肉，红烧肉、牛肉，或羊肉；第二道菜是鱼，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鱼；第三道菜荤素搭配；第四道是素菜，比如空心菜、木耳什么的；汤一般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一碗面也可能是毛泽东的工作餐。1957年大年初一的早上，毛泽东请40位党外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招待大家吃了一碗肉末挂面。这顿简单的工作餐使党外人士既吃惊又敬佩，有人当场赞曰：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寿。

    周恩来掉了个饭粒在桌上，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

    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1958年3月5日，周总理到重庆考察长寿湖规划，正值他60岁生日。周总理特地打招呼，不要虚张声势、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吃饭要简单，只吃工作餐。这天饭菜异常简单，桌上最好的菜是工作人员到长寿湖上游打捞的长寿湖鲫鱼。

    在南开大学职工食堂里，一进门迎面墙壁上即是一幅醒目的老照片。这幅珍贵的照片清晰地记载了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回母校视察时，吃棒子面窝头和咸菜的场景。

    邓小平“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75年重新“出山”不久，邓小平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本刊专稿】

盐山县的千童文化

李文珊口述  杜丽荣整理
我在担任省政协主席期间，组织并参与了如何打千童牌，破解徐福东渡之谜的工作历程。有些情节至今历历在目。
    在秦始皇时代，徐福携童男童女东渡日本，这在《史记》等历史著作中均有记载，在民间千古流传，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徐福，即徐巿，秦时齐地（今山东龙口，即原黄县）人，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但他从何处动身出海，是他的家乡江苏，是山东，还是秦皇岛？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佐证。

    熟悉中日交往历史掌故的赵朴初曾为盐山千童城博物馆题诗曰：

    徐福乘槎竟不回，三千弟子老蓬莱。至今两岸留佳话，花萼城村次第开。

    赵老是倾向于盐山的。

    我在几次与盐山的工作接触中，通过实地考察、查阅文献资料感觉到，徐福动身出海处，可能都不在上述各处，而在盐山，应牢牢抓住“千童”做文章。盐山县，秦时称饶安，因地处黄河故道富饶安宁而得名。据唐代全国地名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饶安县，本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县以居之，故名。”由此可见，盐山县便是徐福当年求仙的启航地和出海前募集、培训童男童女和百工巧匠之所，汇聚五谷百种、金银珠宝及打造航船之所。至今尚存的千童镇、卯兮城、无棣河，打造航船和兵器的荣庄，停泊航船和培训出海人员的港口链船湾等遗址，虽历经沧桑，其浩大规模和气势仍依稀可辨。特别是北魏年间在这里修建的祭祀童男童女、百工巧匠亡灵的开化寺和在千童镇传衍2000余年的60年举办一次的为客死异乡的童男童女、百工巧匠招魂的“信子节”，犹如活化石一般记录着历史的真相。司马迁的《史记》对这一伟大业绩记载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百种和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封建社会，对称王不归的人以叛逆论，由此徐福东渡这件可功彪世界文明史的伟大壮举，就被湮没成千古之谜。但日本人民和徐福千童的子孙，没有忘记这位开创中日友好之源的伟人，世世代代将他奉为“丰收神”、“纺织神”、“医药神”，岁岁隆重祭礼，至今尚保留其遗迹56处。

    上世纪90年代初，地处渤海之滨的盐山县拥来一批又一批来访的日本人。他们虔诚地跪倒在千童镇旁的无棣河边，焚香献祭、磕头作揖，是来寻根祭祖的。

    历史的记载和现实的反响，引起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省政协常委、省外办主任程栋才的深思。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6年2月在政协河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议成立河北省徐福会》的提案。此提案正合我意，我当即批了几句话：“我赞成程栋才同志的提案”，“成立河北省徐福会或徐福研究会势在必行”，“建议将提案送省委副书记陈玉杰同志阅酌、定夺”。于是，这个提案在15天内先后得到省委、省政府8位领导的支持和批示，并明确指出该组织“要在对外开放、加快河北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个提案能引起这么多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关键在其含金量。徐福由我省盐山县（古称饶安）东渡日本的壮举，开创了中日友好之源，打开了我国与东亚、东北亚友好交往的大门，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改革的延伸，是中华民族借皇权的力量向远海的开拓，是大河文明向大海文明切入和跨越的尝试，为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对徐福千童东渡伟业的研究，不仅是揭开千古之谜，为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平反昭雪的事件，而且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需要。据日本报载，当今在日本的徐福千童后裔多达3400余万人，在韩国145万人。这些人散布在日、韩各界，成立各种徐福纪念组织300余个，迫切希望在中国寻根祭祖，瞻仰故里。而我省盐山尚有的16处东渡遗址，正是日、韩等国徐福千童后裔向往寻根祭祖的地方。这种得天独厚的辉煌历史文化无疑在改革开放中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和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招商引资的重要价值。

    1996年6月，由郑一民主编的《徐福千童研究集》出版发行，我当时为此书作序时写到“徐福东渡，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件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一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的壮举，由于史料的局限和历代封建统治者褒贬不一，一直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成为历史之谜。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不仅重新认识了国情历史，也重新认识了徐福东渡这一重大事件对中日两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影响。”

    我在序言列举了徐福东渡的两大功绩：一是使在绳纹时代徘徊了数千年之久的日本列岛发生了巨变，开创了中日友好交往之源；二是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先河。我在结论中写到“徐福东渡是一个世界性的多学科、多领域的课题，已构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任何一个局部和学科的成果都难以反映历史的全貌。”我建言学者们“打破门户之见、民族国界之限，携手合作，共同探讨。”这次会议使“千童故里，第一侨乡”的旗帜扬名世界，光大了河北形象。

    由于省委、省政府众多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使河北省徐福千童会一成立便站在高起点上，不仅有9位省级领导担任会长、副会长，还解决了办事机构的经费和编制。1997年5月2日至6日，“中国千童城徐福千童国际研讨会”，在河北省沧州市召开。此会由河北省徐福千童会、沧州市政府、盐山县政府、中国徐福会联合举办，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北京、台湾、山东、江苏、河北等地的60多名中外学者欢聚一堂，携手合作，共同探讨。我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代表河北省徐福千童会讲了话，并向日本友人赠送了徐福东渡的大型剪纸。会后，仍由郑一民主编，结集出版了题名《中国千童城徐福千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在会上的讲话作为代序。

    这次研讨会，对如下一些问题基本取得共识：一是确定中国河北省盐山县的千童镇是当年徐福奉命率船队东渡日本的出海处，盐山是千童的故乡，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侨乡；二是徐福东渡是规模宏大的国家行为，是大河文化向大海文化的切入，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先河：三是徐福及其所率三千童男女及百工等是日韩相当一部分现有人口的共同祖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以徐福后人的身份给本届研讨会来电致贺。

    1999年6月5日至17日，应日本各地徐福会的邀请，我率河北省徐福千童会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此次出访的目的，旨在实地考察徐福当年成功登陆后，在日本活动的情形以及对日本的贡献，借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按照日本友人的安排，我们代表团一行的活动基本沿着传说中徐福当年活动的轨迹，我曾为此行著文，称《追踪徐福》。

    佐贺，是太平洋有明海滨一片千里沃野的大平原，相传是徐福当年第一个登陆地。在大海边，竖有一座类似小庙的碑刻，上书“秦徐福上陆之地”七个大字。这里每50年举行一次名为“氏子”节的徐福大祭，这与盐山县每60年举行一次的“信子节”非常相似，只不过信子是背对陆地，面向大海，东望海天。

    在这里，我们代表团一行人品尝了徐福馒头，看到了徐福酒、徐福茶、徐福饼、徐福面条、徐福药等等以徐福命名的商品，从内心佩服日本朋友的经济头脑，使徐福成了为他们招财进宝的财神爷。

    在日本的许多地方都建有徐福宫、徐福馆、徐福祠、徐福庙之类供奉祭祀徐福的地方。他们尊徐福为“农耕神”、“水利神”、“医药神”、“纺织神”、“司教神”，定期祭祀，香火不断。位于熊野海滨的新宫市，此类建筑尤多，因为这里是徐福儿孙的居住地，徐福坟墓的所在地。富士山，海拔3776米，白头翁似的峰顶，终年积雪，至今还是一座活火山。据日本友人研究，徐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他70岁时无疾而终。徐福、童男童女及百工巧匠，被统称为“秦人”，耐人寻味的是，“富士”这个词在日语中与“不死”同音，这是否与徐福来此寻找不死之药有关？

    在日本，徐福的遗迹就达56处，有关古迹记载有46项之多，可见徐福在日本影响之大、之广、之深。中日两国共同开展徐福研究，必将增进两国人民日益友好的感情，促进两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李文珊系河北省政协原主席；杜丽荣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本文节选自《口述河北改革开放30年》一书）

【专题史料】

南皮县两建张之洞墓园的经过与启示

赵树森
最近，我先后获邀参加了南皮县“开发利用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强县建设”座谈会和“张之洞纪念馆筹建工作”座谈会，两次会议都与南皮籍清末重臣张之洞有关。在准备和参与这两次座谈会的过程中，不由想起了南皮县两次建设张公园（张之洞墓园）的曲折经过及不同的结果。我作为《南皮县志（1987～2006）》的编纂人员，是“张之洞研究”一编的撰稿者，征集到许多有关的资料，因而对这两次建园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现把这个经过写出来并予解读，或许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经济大潮席卷而至。二十世纪90年代，南皮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紧锣密鼓地谋划“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名人效应，吸引外来资金，大搞经济建设。此时，赫赫有名的张之洞便成为南皮这个欠发达县“文化名片”的首选，他的名字、墓志铭及原籍双庙村的照片也就频频出现在南皮县印制的精美画册及拍摄的专题纪录片上。

1992年冬，中共南皮县委、县政府决定筹建“张之洞墓园”，简称张公园。县里成立了张公园筹建委员会，由县委书记挂帅任主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府县长、县政协主席分别担任副主任，还聘请了中央、省、地（市）各级有关领导为顾问、名誉主任。通过召集学者对张之洞生平事迹的研究，组织人员去外地参观有名的园林，聘请专家做出了张公园建造规划。
紧接着，张公园筹建委员会又于1993年1月10日召开了张公园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5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参加发布会议的有上级领导、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以及张之洞后裔、族人、亲属。会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许多新闻媒体都做了相应的报道。随后，南皮电视台设置了专题节目，广泛宣传建设张公园的意义、构想及筹资办法。10月4日是张之洞逝世84周年纪念日，南皮县张公园筹建委员会为举行公祭活动作了充分准备。先是于7月20日向上级领导、新闻媒体、张公后裔发出了邀请函，并邀请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子、当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等前来献艺。为筹备公祭活动，在张之洞原墓地筑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平毁的坟墓，在墓前树起重制的4通墓碑。10月3日晚在南皮人民影院举办了义演晚会，梅葆玖、梅葆玥、马连良之女马小曼、裘盛戎之子裘少戎、叶少兰、许嘉宝、宋昌林、薛亚萍等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4日，沧州市有关领导、南皮县党政主要领导、各大新闻媒体，张氏后裔、族人及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公祭后，随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南皮县主要领导做了讲话，张氏后裔及学者宣读了纪念文章。会后，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做了报道。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张公园筹委会先后向南皮籍在外地的知名人士、张之洞后裔以及上级有关领导发出了集资的专函。社会捐资再加上县财政的投资，共筹集到三四十万元。然而，修墓、立碑、搞纪念活动等就花去其中的一大部分，至公祭活动结束后，所筹资金已所剩无几，县财政无力承担后续费用，筹办活动陷入窘境，难以为继，筹建委员会及办公室亦在不声不响中撤销解散了。

二

时光进入新的世纪，传统文化的回归再一次成为热潮。社会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之洞在100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而在南皮，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张之洞研究之中，许多老干部、有识之士始终没有放弃对张之洞墓园（张公园）的兴建。

2003年，已退休的南皮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邢家训和几位热心的退休干部筹划成立“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他们经过请示、协商，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并于2004年5月21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和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石家庄、武汉、保定、沧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和张公后裔与会并进行了学术研讨。“研究会”还制定了《章程》，创办了期刊《张之洞研究》，使纪念、研究张之洞的活动进入经常、务实的阶段。2005年5月成立了张之洞书画院；2006年张之洞纪念馆落成开馆；2007年10月，在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为张之洞于1907年捐资建立的“慈恩学堂”）隆重举办了百年校庆；2008年10月4日，在初步建成的张公墓园举行了张之洞遗骨安葬仪式。

张公墓园是在张之洞研究会会长邢家训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经多方奔走促成的。此举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由县建设局对张公墓园重新做出了规划。遵照县政府的指示精神和张公后裔的意见，张公墓园占地15亩，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筹建，至2008年10月完成了一期工程，使墓园初具规模。墓园修建在张之洞墓原址，坐北朝南，周围垒造院墙，园内建造张公墓，墓高3米，墓前竖立1993年雕刻的4通墓碑。墓区内墓道、广场、公路业已修通并硬化，栽种了国槐、塔松及花草。园内建有张公祠，为仿古建筑，祠内塑有张之洞像以及张公生平功业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园门匾额“张之洞墓园”为原文化部部长、南皮籍著名作家王蒙所题。遗爱碑移于墓园门前（此碑原立于张公墓前约百步，为宣统三年〈1911〉九月贺县林世焘撰文、天津华世奎书丹、固始吴敬修篆额。“文革”期间被毁。重修张公墓时，依照民国版南皮县志所记之碑文重刻）。

2008年10月4日，即张之洞辞世99周年纪念日，在张公墓园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祭奠仪式亦为安葬仪式。因张之洞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其遗骨也随即失踪。1993年筹建张公园时，所筑的是一座空坟。为再建张公墓园，县委、县政府委派张之洞研究会承担寻找张之洞尸骨的任务。历时1年，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了当年亲自保护、掩埋张之洞遗骨的知情人，在他的测定、指认下，终于找到了准确的掩埋地点，破解了张公遗骨失踪41年之谜。在祭奠仪式上，张之洞研究会会长邢家训、张公嫡孙张厚珕先后讲话、致辞。参加仪式的张氏族人、有关人员共50多人，敬献了挽联、花篮并致哀、致祭，表示对张公的敬仰。至此，张之洞墓园正式落成。其后，南皮县于2010年9月启动以张之洞字为名的香涛公园建设，第一期工程已于2012年完成，规划用地300亩，其中水域面积150亩。设计布局为园内山水相依、设施齐全，建有张之洞广场、劝学亭以及展示张公生平业绩的大型青铜浮雕、张之洞汉白玉雕像等，是一座集南皮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气息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公园。2013年，南皮县又进而筹建张之洞纪念馆，使之与香涛公园、张之洞墓园连为一体，打造文化景观带。

三

在南皮县两建张公园过程中， 1993年，南皮县筹建张公园因种种原因中断，虽然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但毕竟在客观上宣扬了张之洞，而且，作为当时南皮县的头号新闻，张之洞的名字妇孺皆知，他的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颂，也首开了南皮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先河。

但是，由于当时筹建张公园的目的是单纯利用名人效应搞招商引资，且规模、投资巨大，县财政无力承担（当时，南皮县全年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而修建张公园的投资概算为3000万元），虽经多方努力，终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二建张公园虽是一建的延续，但相比之下，二建张公园就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方法，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民间人士及张氏族人的积极性，集思广益，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逐步发展，最后将这一文化工程做大做强。

上世纪90年代筹建张公园只所以有始无终，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给人以启示：

一是克服短视观念，不能急功近利。在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旧有的经济模式、思维方式都已打破或淘汰，全国各地都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寻出路、寻突破、寻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名人效应、发掘历史资源便成为当时人们的首选。比如，当时在沧州范围内兴起并大做文章的就有盘古文化（青县）、杂技文化（吴桥）、千童文化（盐山）以及铁佛寺建设（东光）等，而南皮县筹建张公园的计划之所以中断，主要就是当时多数人的意图就是招商引资，片面追求经济效果，这也是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在分析这次筹建所以中断的原因时给予的结论。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草率从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张之洞的坟墓曾惨遭损毁，其遗骨下落不明。1993年在筹建张公墓时，在没能找到张之洞遗骨的情况下，无奈筑起了一座空坟。对于是否为真坟，张公后裔一直心存疑虑，也曾询问过，尽管回答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张氏的直系后人都为之纠结，以至于事过近20年后，张之洞的后裔才对现在的坟墓表现出满意的态度。

三是坚持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全。由于受当时“工程规划越大，招商效果越好”的思路影响，追求“做大文章、造大工程”。初次建造规划中的张公园占地500亩，需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园内有古今览胜长廊，绘南皮政事、战事、风物民俗的图画。内建听雨阁、望波楼、垂青坊、梅香阁、松溪桥、抱冰坊、香涛阁、青龙山、金刚园等。设计有占地300亩的碧波湖，湖心有渚，十亩方圆，曰“广雅渚”，上建阁、榭、亭、台，植树木花草。在张之洞纪念馆中，分设生平馆、清流馆、军功馆、实业馆、文献馆、轶闻馆、劝学院、名人院及文物馆。张之洞的嫡孙女在最初看到这个计划后就明确提出，县的意图是积极的，不过有些庞大，投资3000万啊！如果计划落空，如何向世人交待？是否先建一个张公纪念馆，十几万元足矣，以后再慢慢发展。遗憾的是，她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个建议的客观性、可行性。如果当时量力而行、逐步稳妥发展，就不会造成虎头蛇尾、中途停建的后果了。
（作者系南皮县职教中心原书记）

【忆昔话往】

在黄骅县赵家堡公社工作时的二三事

蒋宝民口述  张峻源整理
    1981年3月至1983年3月，我在黄骅县原赵家堡公社任管委会副主任，其间经历的二三事至今记忆犹新。

三辆自行车惊动了县纪检委

    1981年秋末的一天，时任赵家堡供销社主任的王树林到公社大院找我，对我说：“蒋主任，县供销社分配咱公社三辆自行车，您看如何分配？”当时自行车是统配物资，很不好买。我说：“我刚来时间不长，不知以前是怎样分配的，等我们商量一下再告诉你。”我马上找到时任公社书记的刘学秀和管委会主任杜文明，经三人商量，决定这三辆自行车一辆留给供销社，由供销社主任自己掌握，其余两辆由公社分配给工作辛苦经常下乡又没有自行车的公社“八大员”。

    我把公社领导的意见马上通知给供销社主任，并按分配意见进行了落实。

    时隔几天，我突然接到了当时在县纪检委工作的寇迎春老师（我上初中时的老师）给我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三辆自行车的分配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并问寇老师是不是还需要写份检查。寇老师回答：“不用写了，以后再分配统配物资时要考虑到方方面面。”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次分配自行车没有考虑到在职教师，所以个别教师对此有意见才反映到县纪检委。

    以后我们以此为鉴，在分配其它统配物资时（如钢材、木材、柴油等）均按上面要求分配到各大队，从未出现过分配不公现象。

自掏腰包答谢公安局办案人员

    1981年严冬季节，赵家堡公社贾家堡大队养貂场一夜之间丢失341张貂皮，其中100多张彩貂皮，按当时价值两万多元，属于重大盗窃案。我们马上报告给县公安局。

接案后，时任县公安局局长的王连喜亲自带领侦破人员赶到案发现场摸排，第二天又从外地借来警犬协助破案。一连几天的摸排，排除了当地人作案的可能，确定为流窜作案。

    调整侦破思路后，王连喜及时与公社领导交换了意见，决定撤离案发现场到外地继续侦破。

    几天来公安局的干警们冒着严寒，自带干粮奋战在破案第一线，实在辛苦。经刘学秀同志提议，决定在他们撤离前，招待一下办案人员表示谢意。当时公社没有招待费这项开支，于是我们党委、管委会几位领导每人拿出5元钱，凑了20多元钱买了点菜，刘学秀同志在家拿了两瓶白酒，又从公社渔业指导船上（当时公社有一只专门为渔业服务的指导船，平时他们也下海捕鱼）弄了点鱼货，在公社机关食堂做了几个菜摆了一桌，算是举行了答谢宴会。

    公安局的同志们回去后，派出得力干警到各地土产收购站点与当地民警配合蹲坑守候。时隔不久，就在保定地区某土产收购站将前来销赃的疑犯当场抓获，并绳之以法。贾家堡被盗貂皮大案终于告破。

一字之差招来不少外地流动渔船

    1982年开春，我县当时的三个渔业乡镇（歧口、赵堡、新村）的固定渔场已经分配完毕，并落实到各个大队。大中小架的张网杆均已打完并开始拴网作业。

    由于我县是泥质海滩，饵料充足，所以渔业产品不仅品种多、质量好，而且资源丰富。

    那时我县渔业乡镇还没有落实生产责任制，每天捕捞船涨潮收河回来在码头卸下渔货后，由大队后勤人员按照鱼货的品种逐船分类过磅，并按单船计算产量，再由大队统一汇总上报公社办公室，然后由公社秘书（兼统计）逐一汇总后告诉公社广播站。县水产局通过电话可直接向公社广播站要当天的产量。

    进入渔汛不久（按当时农历三月网、四月网正是鱼汛旺季），公社突然接到县水产局打来的电话，追问是谁给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信息，说赵家堡公社日产海蟹8000多吨，由于误导，招来了辽宁、山东一些流动渔船跑到我县沿海作业，结果与事实不符，因而外地渔民对谎报渔情十分不满，跑到水产局告状。公社领导听后也都愣了，这几年全公社全年的螃蟹产量也没达到8000多吨，更何况还没到渔汛旺季。一定是有人错报误报。我们一询问，公社秘书何家宏也愣了。他时任公社秘书兼统计、财粮，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统计工作从未出现错误。他说：“这几天日产螃蟹最高时才8000多斤，从来没报过8000吨，一年也没有这么多的产量，而且从来没有向河北广播电台通报过产量。”经我们分析，一定是公社广播站那里出现了问题。

    我们找到公社广播站时任公社广播员的小辛与小任，二人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她们说：前几天在海防支队服现役的李某某向她们要过海产品产量，说用电话上报给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李某某是河北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她们就把当天的螃蟹产量告诉了他，但说的是8000多斤而不是8000多吨。结果真相大白。吨与斤虽然一字之差却相差了2000倍。究竟是李同志误报还是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听错，至今还是个谜。一字之差给外省渔民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蒋宝民，黄骅市计生局退休干部；张峻源，黄骅市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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